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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基于以中青年为调查主体的社会心态手机网络调查 （ＳＭＳ２０１７） 数据

库， 研究从阶层流动感知的动态视角探讨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结果显

示： 在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 主观阶层正向预测社会参与意愿； 在水平和向下流动

感知条件下， 主观阶层则负向预测社会参与意愿。 此外， 在小幅度向上流动条件

下， 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而在大幅度向上流动条件下，

主观阶层显示出负向的预测作用。 这表明， 向上的阶层流动感知以及适当的向上流

动空间是促进各阶层积极社会参与的关键， 同时， 过大幅度的向上流动则会消极影

响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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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社会参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互动过程中， 以某种方式

参与、 干预、 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 文化生活以及社区的公

共事务从而影响社会发展的过程， 包括人际交往、 劳动参与、 闲暇活动和社会互动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杨宜音、 王俊秀， ２０１３； 张镇等， ２０１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 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民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可见， 社会参与是促进自我发展， 提升心理健康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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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重要保障， 同时也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力量和衡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 （柳

拯、 刘东升， ２０１３）。 而探明影响广大民众参与各类社会生活事务意愿的因素是提

高其社会参与水平的前提。 在当前， 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的不断提升、 互联网的发

展都拓展了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网民群体参与公共生活的空间， 进一步刺激了他们通

过网络自由表达社会参与的需求和意愿 （彭兰， ２００８； 喻国明， ２０１５； 时昱、 沈德

赛， ２０１８）。 因此， 关注中青年群体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看， 不同阶层的个体在社会参与意愿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具

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愿意通过社会参与活动来解决问题， 以此保证自身利益

（王新松， ２０１５）。 然而， 最近有关社会阶层 （包括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 与社会参

与意愿关系的大量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悖的结论 （帅传敏、 张钰坤， ２０１３； Ｇｒｅｖｅ，

２００９； Ｊａｍｅｓ ＆ Ｓｈａｒｐ， ２００７； Ｐｉｆｆ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笔者认为， 这种不一致的结论在一

定程度上正是当前研究忽略了阶层流动的探讨所造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结构逐渐由 “金字塔型” 向 “橄榄型” 转变， 这

使得个体所处阶层的位置及其主观阶层在其自身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常有变动。 而

这种流动往往会影响个体的观念和行为意愿选择。 比如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导致代

际观念的差异， 中青年群体形成了不同于父代的态度与观念 （李春玲， ２０１８）。 另

外， 新老中产阶层虽然在主观阶层上类似， 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却存在非常大的

区别： 老中产阶层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更高， 而以中青年为主的新中产阶层的

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更高 （张翼， ２０１６）。 因此在探究社会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

关系时， 不能只关注个体对其当下所处阶层认知的高低， 而应该在阶层流动的动

态视角下重新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人们对阶层流动的主观感知往往比他

们所经历的客观事实上的阶层流动对其行为的态度或意愿影响更大 （ 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９２： ９）， 本研究聚焦于民众对自身阶层流动的主观感知， 并运用中国社会科学

院—数相科技联合发布的 ２０１７ 年社会心态调查 （ ＣＡＳＳ⁃Ｍａｔｖｉ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７） 的大样本网络数据库， 从阶层流动感知视角来重点探讨以中青年群

体为主体的民众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新的思路

和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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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一） 社会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

社会阶层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可以区分为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 社会学研究主要关

注客观阶层， 即关注个人实际所拥有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社会资源的多少

（陆学艺， ２００３）。 而心理学研究则更多关注主观阶层， 即个体对自己所处阶层位置

的主观评价， 强调了人们的主观认知成分 （Ｋｒａｕ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研究表明， 客观阶

层与主观阶层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变量表现出不同的预测作用 （Ｔａｎ ＆ Ｋｒａｕｓ， ２０１８）。

但无论是探讨客观阶层还是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影响的研究， 结论上都存在着

不一致的现象。

从客观阶层来看， 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 也会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和组织

能力从事志愿服务活动 （Ｗｉｌｓｏｎ ＆ Ｍｕｓｉｃｋ， １９９７）， 他们更愿意通过政治参与来保证

自身利益的需求更高， 同时也更关注社区安全、 环境保护等公共议题 （王新松，

２０１５）。 文化程度越高或收入水平越高的中青年群体， 其环境保护意识越高， 对低

碳产品的支付意愿和志愿服务意愿也越强烈 （帅传敏、 张钰坤， ２０１３； Ｌｅｅ ＆

Ｐｒｉｔｚｋｅｒ， ２０１３）。 但一项慈善捐赠意愿的调查研究却发现， 低社会阶层者愿意将年

收入用于慈善捐款的比例显著高于高社会阶层者 （Ｇｒｅｖｅ， ２００９）。

从主观阶层来看， 那些对自身的财富和收入状况有积极认知的中低水平收入者

在捐赠活动上更加慷慨， 也更愿意呼吁其他人做出捐赠 （Ｗｉｅｐｋｉｎｇ ＆ Ｂｒｅｅｚｅ， ２０１２；

Ｂｅｎｎｅｔｔ ＆ Ｋｏｔｔａｓｚ， ２０００）。 但同样有研究得出了与之不一致的结论。 比如皮夫等人

（Ｐｉｆｆ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通过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系列实验发现， 主观阶层更低的人在慈

善捐赠情境中会更加慷慨， 并且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和助人意愿。 这一研究结果

得到了社会认知理论的支持， 即低主观阶层者具有情境主义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认知

倾向， 更加依赖于外部条件， 更关注社会环境变化， 因此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意向；

而高主观阶层者则多以自我为中心， 具有一定的自利性倾向， 亲社会意向较低

（Ｋｒａｕ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此外， 还有研究发现低主观阶层者 （即弱势者） 倾向于强调

道德、 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 更加关注集体利益， 因而合作意识较高； 而高主观阶

层者则更加关注个人利益， 具有较低的合作意识 （刘长江、 郝芳， ２０１５）。

可见， 在以往研究中， 关于包含中青年群体的不同社会阶层在社会参与意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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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这说明社会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还可能受

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以往理论解释虽然各有侧重， 但都未能在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

过程中来探讨社会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而这是极富意义的。

（二） 阶层流动及其流动感知与社会参与意愿

阶层流动 （ｃｌａｓｓ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也称社会流动，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人们

社会位置的变动， 即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的客

观变化 （陆学艺， ２００３； 关丽丽、 崔淑芳， ２００７； 张翼， ２０１１）。 整体来看， 当前

我国总体阶层流动率呈逐步上升趋势 （李路路、 朱斌， ２０１５）。 中青年群体在各种

人员中的阶层流动占有较大的比重， 且对自己向上流动有较强的信心 （雷开春，

２０１５； 吴炜， ２０１６）。 尽管主观的阶层流动与客观的阶层流动有关， 但二者之间并

非简单的同步或对应关系， 而是存在很大的差异 （王俊秀， ２０１８）。 有学者指出，

客观的阶层流动是衡量个体从现有制度条件下是否获益的一个重要指标； 而主观的

阶层流动又可以称为阶层流动感知， 即民众对社会流动现实的主观体验， 反映了个

体对已获得的社会阶层和目前生活水平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对个体行为的态度影响

更大 （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９２： ９； 盛智明， ２０１３）。 根据布迪厄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９８４） 对流动轨

迹的类型划分办法， 可以将阶层流动感知划分为向上流动感知、 水平流动感知和向

下流动感知三大类型 （范晓光、 陈云松， ２０１５）。

研究者们很早即关注到社会流动及其感知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比如， 持

“分离论” 观点的研究者认为， 无论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 当个体离开自己以往

所处的社会阶层时， 就会给个体带来心理压力或心理问题， 使得个体更具有功利个

人主义倾向， 即更加关注个人利益， 而忽视他人利益或集体利益， 表现出较低的社

会参与意愿 （Ｄａｅｎｅｋｉｎｄｔ， ２０１７）。 这种 “分离论” 的观点虽然关注到了流动， 但是

却并未发现不同方向的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差异， 因此备受争议。 已经有研究发现向

下流动会导致更大的健康威胁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而向上流动则带来更多的健

康获益 （Ｇｒｕｅｎｅｗａ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在幸福感研究领域， 研究者发现向上流动能够

积极预测个体的幸福感， 而向下流动则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Ｃｈａｎ， ２０１８）。

事实上， 这一研究结果与 “文化适应论” （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ｉｓ） 的观点不谋而合

（Ｄａｅｎｅｋｉｎｄｔ， ２０１７）。 该理论认为， 向上流动者更可能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因

而会有更多的动力去适应新的文化， 也更积极地看待社会系统， 表现出明显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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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意愿； 向下流动者由于地位下降带来的挫败感， 更可能抵制或排斥向下流动的

文化适应过程， 也更加消极地看待当前的社会系统， 因而对参与社会事务表现出较

少的关注度和积极性 （Ｄａｅｎｅｋｉｎｄｔ， ２０１７； Ｂｌａｕ， １９５６）。

三、 研究假设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人们在获得了基本的自然性生理需要之后， 必然

就会产生较高层次的社会性需要 （马斯洛， ２０１４）。 对于那些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中

青年来说， 其社会性需求通过阶层上升的过程而得到了满足， 同时激发了其发展的

内在动力。 主观阶层越高的个体， 这种满足感越强烈， 因此参与的主人翁意识就会

增强， 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便会大大提高 （马传松、 朱挢， ２０１２）。 此外， 根据

“文化适应论” 也可以做出相同的推论 （Ｂｌａｕ， １９５６； Ｄａｅｎｅｋｉｎｄｔ， ２０１７）。 因此，

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 主观阶层越高， 社会参与意愿也就越高。

对于那些水平流动感知者， 其主观阶层基本维持不变， 意味着他们受到所处阶层

环境的稳定影响， 从而形成了所属阶层特有的态度、 观点和行为风格 （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高阶层者的自我中心取向或低阶层者的情境主义

取向， 由于阶层流动的停滞而带来的阶层固化体验使得前者会更加关注自我需求的满

足， 后者会更加依赖于外界环境或他人的支持 （胡小勇等， ２０１４）。 有研究发现在不

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时， 富人往往更吝啬， 表现出更少的捐赠意愿 （Ｃôｔ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而以 “富人” “官员” 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的人们普遍缺乏 “安全

感” （钱民辉、 陈旭峰， ２０１４）， 他们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既得资源不被分走， 其社会

参与的意愿自然也不会太高。 因此， 水平流动感知条件下， 主观阶层越高， 社会参

与意愿可能越低。

除此之外， 在社会发展中难免也存在着一部分向下流动感知者， 尤其是当那些

高主观阶层者体验或感知到向下的阶层流动之后， 这意味着他们曾经拥有的地位和

社会资源的缺失， 就会产生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Ｓａｗａｏｋ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而一旦个

体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便容易引发消极情绪和不平等的社会心态 （孙灯勇、 郭永

玉， ２０１６）， 从而减弱其社会参与的内在动力。 同时向下的阶层流动体验也会激发

中青年的挫折感和失败感 （Ｔｏｌｓ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二者都会削弱高主观阶层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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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意愿。 因此在向下流动感知条件下， 所处阶层越高， 社会参与意愿就会降低。

从而，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ａ： 在向上流动感知的条件下， 主观阶层越高， 社会参与意愿就越强烈。

假设 １ｂ： 在水平流动感知的条件下， 主观阶层越高， 社会参与意愿越低。

假设 １ｃ： 在向下流动感知的条件下， 主观阶层越高， 社会参与意愿越低。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国社会结构正在由 “金字塔型” 向 “橄榄型” 转变，

大量处于中下层的中青年社会成员通过向上流动到社会结构的中层。 但是在这些向

上流动的群体中， 既存在社会阶层的稳步上升情况， 也存在一夜暴富而来的大幅度

跃升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中青年群体而言， 由于感知到

的流动幅度不同， 其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 研

究表明， 平稳良好的发展模式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而如果出现短期的急剧变化，

则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 “失范” 现象， 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 （盛智明， ２０１３）。

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而言， 在稳步上升的流动情况下， 其主观阶层越高， 越能够体会

到社会发展对自身阶层提升的积极作用， 更愿意参与那些有助于社会发展的亲社会

活动； 而对于那些一夜暴富式的向上流动中青年而言， 他们缺乏对个人能力和努力

程度的正确感知， 因此社会参与意愿会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２①。

假设 ２： 对于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个体， 在向上流动幅度较小， 即稳步上升的

情况下， 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当向上流动幅度过大时，

主观阶层越高， 社会参与意愿反而越低。

综合以上分析， 中青年群体对于以往社会阶层流动状况的主观感知， 可能是影

响其目前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关系的重要解释因素。 因此， 本文尝试在阶层流

动感知视角下， 厘清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具体的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

阶层流动感知在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 即不同阶层流动感

知方向 （向上流动感知、 水平流动感知和向下流动感知） 和流动幅度 （大幅度、 小

幅度， 主要是向上流动感知的幅度大小） 条件下， 处于不同主观阶层的中青年的社

会参与意愿会表现出不同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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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鉴于整体以向上流动为主的社会现实， 以及数据库中向下流动个体比例较低 （占本研究总样本的

１２ ７％ ）、 幅度变化较小， 本研究仅聚焦向上流动情况下的流动幅度带来的影响； 对于向下流动感知条件

下的流动幅度与社会参与的关系， 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明。



图 １　 理论模型

四、 数据、 变量和方法说明

（一） 数据来源

由于社会参与所涉及的是与个体经历相关的问题， 具有较高敏感性， 采用面对

面访谈或入户面访的方式可能给调查对象带来压力， 从而影响答题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 而网络调查则相对更容易表达真正的情绪和意愿， 真实性更强 （佟成军，

２０１７）。 因此， 本研究选择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媒云图联合发布的 ２０１７ 年社会

心态调查 （ＣＡＳＳ⁃Ｍａｔｖｉ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７， ＳＭＳ２０１７） 的网络数据库进行

分析研究。 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编制， 通过

智媒云图自主研发的问卷调研 Ａｐｐ “问卷宝”①， 向在线样本库的全国用户 （共约

１１０ 万人， 覆盖全国 ３４６ 个地级城市） 推送问卷， 再通过用户分享问卷的方式进行

滚雪球式发放。 问卷收回后， 课题组进一步依据陷阱题、 答题完成情况、 逻辑检验

等对问卷进行筛选。 ＳＭＳ２０１７ 数据库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 （不含港澳台）， 调

查最初共收回全部作答问卷 ２４３６４ 份， 经筛选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２２６６９ 份， 有效率

为 ９３ ０４％ 。

（二） 样本分布情况的描述分析

如表 １ 显示， ＳＭＳ ２０１７ 数据库中， 男性占 ５６ ９％ ， 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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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问卷宝在问卷质量控制方面能够实现定制化调查和精准的问卷推送， 依照调查目的向特定的用户群推

送问卷， 被访者需要经过系统认证， 系统能够检测用户在问卷填写过程的特征， 对乱填乱写的用户进行剔

除并列入黑名单， 从而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男性人口占 ５１ ２７％ ） 相比没有显著差别。 样本平均年龄 ２７ ３８ 岁， 中青年人口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年出生， 即 １８ ～ ３７ 岁， 占比 ８９ ７％ ） 比例相对较大。 这与中国互联网

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 ２０１８） 发布的第 ４１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基

本一致， 报告指出，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 ３９ 岁群体占全体网民的 ７３ ０％ 。

　 　 表 １ ２０１７ 年社会心态调查样本在各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变量 类别
计数

（Ｎ）
百分比

（％ ）
变量 类别

计数

（Ｎ）
百分比

（％ ）

性别

年龄

分组

户籍

状况

婚姻

状况

民族

男性

女性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７０ 年及以前

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

未婚

已婚

正式分居

离婚

丧偶

同居

其他

汉族

少数民族

１２８９７

９７７２

１３７７９

６５４９

２３４１

９５５９

１３１１０

１２６６２

８８３６

１３５

２３２

４６

４９２

２６６

２１４８０

１１８９

５６ ９

４３ １

６０ ８

２８ ９

１０ ３

４２ ２

５７ ８

５５ ９

３９ ０

０ ６

１ ０

０ ２

２ ２

１ ２

９４ ８

５ ２

受

教

育

程

度

月

收

入

情

况

小学毕业及以下 ３６６ １ ６

初中毕业 １９１５ ８ ４

高中 （技校、 职高、
中专） 毕业

６５７３ ２９ ０

大专 （含在读） ５５５０ ２４ ５

大学本科 （含在读） ７２４８ ３２ ０

研究生 （含在读）
及以上

１０１７ ４ ５

１０００ 元以下 ５１８９ ２２ ９

１００１ ～ ３０００ 元 ５５３７ ２４ ４

３００１ ～ ５０００ 元 ６０１０ ２６ ５

５００１ ～ ７０００ 元 ２７６９ １２ ２

７００１ ～ １ 万元 １６６０ ７ ３

１ 万 ～ １ ５ 万元 ５１８ ２ ３

１ ５ 万 ～ ３ 万元 ３６３ １ ６

３ 万 ～ ５ 万元 ２５５ １ １

５ 万 ～ １０ 万元 １９６ ０ ９

１０ 万元以上 １７２ ０ ８

宗教

信仰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宗教

民间信仰

没有宗教信仰

３４２８

３８７

２７３

７４３

１６８

１２０

７５１

１６７９９

１５ １

１ ７

１ ２

３ ３

０ ７

０ ５

３ ３

７４ １

职业类型

国家机 关、 党 群 组

织、 企业、 事业单位

负责人

８５１ ３ ８

专业技术人员 ４７５２ ２１ ０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１６３１ ７ ２

商业、 服务业人员 ３３３４ １４ ７

农、 林、 牧、 渔、 水

利业生产人员
９７６ ４ ３

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

人员及有关人员
１８８９ ８ ３

军人 ８７ ０ ４

其他 ９１４９ ４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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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变量的测量与操作化

１ 因变量： 社会参与意愿

使用 ＳＭＳ ２０１７ 中 ６ 个题目的自编问卷， 测量被访者的社会参与意愿。 具体测量

内容包括： 是否愿意为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 在网上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

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 向政府机构、 媒体等反映意见； 参加绿色出行、 节约用水、

垃圾分类、 减少使用塑料袋等这类活动； 向有关部门举报腐败行为。 题目采用李克

特 ７ 点评分方法， １ 表示非常不愿意， ７ 表示非常愿意。 对六道题目进行可靠性分

析， 结果显示其内部一致性良好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 ０ ８２）。 此外， 如图 ２ 所示， 不同

测量题目的评分分布基本一致。 因此本文将六道题目的平均分作为社会参与意愿的

测量指标， 得分越高， 表示被访者社会参与的意愿越强烈。

图 ２　 被访者在不同社会参与意愿题目上的分布情况

２ 自变量： 主观阶层

ＳＭＳ ２０１７ 采用经典的十级阶梯来测量主观阶层 （如图 ３ 所示）。 首先， 给被访

者呈现一个十级的阶梯图片， 自下而上标记上 １ ～ １０ 十个数字； 然后， 告知其 “在

我们的社会里， 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 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 如图所示， 梯子

从上往下看， １０ 代表最顶层， １ 代表最底层”， 要求被访者选择其中一个数字表示

自己所在的阶层等级， 所选数字越大， 表明他们对自己所处阶层等级的认知评价

越高。 本研究选用两个题目来测量被访者现在的主观阶层， 具体题目是 “您认为

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 和 “您认为您自己目前的生活水平在哪个等级上？”。

研究将两个题目的平均分作为现在主观阶层的测量指标， 得分越高， 表示被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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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现在所处的阶层位置越高。 两道题目在不同选项上的人数分布情况如图 ４

所示， 结果表明被访者对自己目前所处等级和生活水平所处等级的主观评价大致

相同。 对两道题目进行可靠性分析， 结果显示其内部一致性良好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

０ ７９）。

图 ３　 主观阶层测量题目示意图

图 ４　 被访者在不同主观阶层测量题目上的分布情况

３ 阶层流动感知

问卷中同样用十级阶梯的方法测量了被访者五年前和刚参加工作时的主观阶层，

具体题目为 “您认为您五年前在哪个等级上？” 和 “您认为您刚参加工作时在哪个

等级上？”， 然后取两题目的平均分其作为被访者过去的主观阶层。 两道题目在不同

选项上的人数分布情况大致相同， 如图 ４ 所示。 对两道题目进行可靠性分析，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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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其内部一致性良好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 ０ ７１）。

本研究对阶层流动感知的测量是通过现在主观阶层减去过去的主观阶层， 得到

了一列以 ［ － ９， ９］ 为区间的连续变量， 大于 ０ 的记为向上流动感知， 小于 ０ 的记

为向下流动感知， 等于 ０ 的记为水平流动感知， 并对这列新的变量重新赋值： １ ＝ 向

上流动感知， － １ ＝向下流动感知， ０ ＝ 水平流动感知。 其绝对值越大， 表示被访者

感知到的阶层流动幅度越大。

４ 控制变量

（１） 人口学变量

本研究将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男性和女性分别编码为 １ 和 ０， 被访者的

年龄跨度为 １８ ～ ７０ 岁。 此外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民族和宗教信仰也可能影响社会

参与。 因此本研究同时将婚姻状况① （１ ＝ 已婚， ０ ＝ 未婚）、 户籍状况 （１ ＝ 城市户

口， ０ ＝农村户口）、 民族 （１ ＝ 汉族， ０ ＝ 少数民族） 和宗教信仰② （１ ＝ 有宗教信

仰， ０ ＝无宗教信仰） 作为控制变量。

（２） 客观阶层

结合既有研究成果， 本研究选用 ＳＭＳ ２０１７ 问卷中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个人月

收入情况和职业类型作为客观阶层指标， 并将其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其中， 受

教育年限由原数据库中受教育程度转换而来。 月收入与职业类型的分布情况参见

表 １。

五、 结果与分析

（一） 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现状分析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１ 主观阶层和社会参与意愿的现状分析

由表 ２ 中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可知， 从总体样本来看， 社会参与意愿的平均得

分为 ５ ３５， 说明民众的社会参与热情是比较高的； 主观阶层的平均得分为 ４ ５８，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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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某些婚姻状况的人数较少 （例如离婚、 丧偶）， 同时在本研究中婚姻状况仅作为控制变量而不作为主

要探讨的变量， 所以将除已婚之外的人数一并统计到未婚的情况中。
将信仰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宗教和有民间信仰的被访者合并为一类， 即有宗教

信仰者。



明民众对自己所处阶层的认知评价比较保守， 不高不低。 对于不同流动感知的民众，

其社会参与意愿和主观阶层得分存在差异： 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民众， 其社会参与

意愿的平均得分为 ５ ４１， 主观阶层的平均得分为 ４ ８０； 具有水平流动感知的民众，

其社会参与意愿的平均得分为 ５ ２１， 主观阶层的平均得分为 ４ ０２； 具有向下流动感

知的民众， 其社会参与意愿的平均得分为 ５ １５， 主观阶层的平均得分为 ３ ９６。 总体

来说， 在社会参与意愿和主观阶层的平均得分上， 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民众得分最

高， 而具有向下流动感知的民众得分则最低。

此外， 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７２ ３％ ， 水平流动感知和向下流动

感知的人数分别占 １５ ０％和 １２ ７％ ， 由此可见， 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感知到自己所

处阶层位置发生了向上流动。

　 　 表 ２ 主观阶层和社会参与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平均数 ±标准差）

总样本 向上流动感知 水平流动感知 向下流动感知

社会参与意愿 ５ ３５ ± ０ ９４ ５ ４１ ± ０ ９０ ５ ２１ ± １ ０２ ５ １５ ± １ ０２

主观阶层 ４ ５８ ± １ ６１ ４ ８０ ± １ ４５ ４ ０２ ± ２ ０４ ３ ９６ ± １ ５９

样本量 ２２６６９ １６４００ （７２ ３％ ） ３３８９ （１５ ０％ ） ２８８０ （１２ ７％ ）

２ 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参见表 ３）， 现在的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并不存在

相关关系， 但是过去的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同时， 过去

的主观阶层与现在的主观阶层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探究主观阶层与社会参

与的关系时， 必须同时考虑过去和现在的主观阶层， 这也说明了基于阶层流动感知

的视角来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表 ３ 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相关关系

社会参与 现在的主观阶层 过去的主观阶层

社会参与 １

现在的主观阶层 ０ ００９ １

过去的主观阶层 － ０ ０９７∗∗∗ ０ ６０４∗∗∗ １

　 　 注：∗∗∗ｐ ＜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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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流动感知方向条件下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１ 回归分析

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了人口学变量、 客观阶层、 主观阶层以及主

观阶层与阶层流动感知方向的交互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 （参见表 ４）。 所有预测变

量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均低于 １０， 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

Ｐｒｉｃｅ， １９７７： １４３—１７４）。

　 　 表 ４ 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 （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人

口

学

变

量

性别 （男性 ＝ ０） ０ ０２０∗∗

（３ ０１０）
０ ０１５∗

（２ ２１６）
０ ０１９∗∗

（２ ９２８）
０ ０１４∗

（２ １３５）
０ ０１４∗

（２ ０８１）

年龄
　 － ０ ０６３∗∗∗

（ － ７ ４３９）
　 － ０ ０５０∗∗∗

（ － ５ ８１７）
　 － ０ ０５２∗∗∗

（ － ６ ２２３）
　 － ０ ０４０∗∗∗

（ － ４ ６７２）
　 － ０ ０４１∗∗∗

（ － ４ ８２５）

婚姻状况 （未婚 ＝ ０）
０ ０１３

（１ ５０１）
０ ０２９∗∗

（３ ３９７）
０ ０１５

（１ ７７６）
０ ０３１∗∗∗

（３ ６２３）
　 ０ ０３０∗∗∗

（３ ５７６）

户籍状况 （农村 ＝ ０） 　 － ０ ０５５∗∗∗

（ － ８ ０７７）
　 － ０ ０５９∗∗∗

（ － ８ ３８４）
　 － ０ ０５２∗∗∗

（ － ７ ７１８）
　 － ０ ０５７∗∗∗

（ － ８ １６６）
　 － ０ ０５７∗∗∗

（ － ８ ２６２）

民族 （少数民族 ＝ ０） 　 ０ ０１７∗

（２ ５３３）
０ ０１５∗

（２ ３１３）
０ ０１５∗

（２ ２９２）
０ ０１４∗

（２ ０９３）
０ ０１４∗

（２ １１７）
宗教信仰 （无宗教信仰 ＝
０）

　 － ０ ０３９∗∗∗

（ － ５ ９５１）
　 － ０ ０２９∗∗∗

（ － ４ ３４７）
　 － ０ ０３５∗∗∗

（ － ５ ２２４）
　 － ０ ０２５∗∗∗

（ － ３ ７９０）
　 － ０ ０２５∗∗∗

（ － ３ ６９４）

客

观

阶

层

月收入情况
　 － ０ ０１６∗

（ － ２ ０９２）
　 － ０ ０１９∗

（ － ２ ５２２）
－ ０ ０２∗

（ － ２ ５７３）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７０∗∗∗

（９ ７４５）
　 ０ ０６８∗∗∗

（９ ４５２）
　 ０ ０６７∗∗∗

（９ ３２０）

职业类型 （国家机关、 党

群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负责

人 ＝ ０）

专业技术人员
０ ０３２∗

（２ １２６）
０ ０２８

（１ ８８５）
０ ０２６

（１ ７５２）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０ ０１２

（１ ０６１）
０ ０１０

（０ ８８５）
０ ００８

（０ ７２１）

商业、 服务业人员
０ ０７１∗∗∗

（５ １７２）
　 ０ ０６５∗∗∗

（４ ７７９）
　 ０ ０６４∗∗∗

（４ ６７３）

农、 林、 牧、 渔、 水利业生

产人员

０ ０１４
（１ ４３８）

０ ０１４
（１ ５０２）

０ ０１３
（１ ３９４）

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

有关人员
０ ０７７∗∗∗

（６ ６５１）
　 ０ ０７４∗∗∗

（６ ３７２）
　 ０ ０７２∗∗∗

（６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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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客

观

阶

层

军人
０ ０１１

（１ ５５７）
０ ０１１

（１ ６６９）
０ ０１２

（１ ７０８）

其他从业人员
　 ０ １０６∗∗∗

（５ ８５５）
　 ０ １００∗∗∗

（５ ５０６）
　 ０ ０９８∗∗∗

（５ ３９０）

主

观

阶

层

过去主观阶层
－０ １４８∗∗∗

（ － １７ ７６３）
－ ０ １４２∗∗∗

（１７ １０５）
－ ０ １０４∗∗∗

（ － ８ ５９２）

现在主观阶层
０ １１０∗∗∗

（１３ ３５８）
０ １１５∗∗∗

（１３ ６６１）
０ ０８８∗∗∗

（７ ９５７）

流动感知方向
０ ０４５∗∗∗

（４ ４８５）

现在主观阶层 × 流动感知

方向
０ ０２８∗∗∗

（４ ０２２）

Ｆ ３５ ３３１∗∗∗ ２７ ７５４∗∗∗ ６７ ８９３∗∗∗ ４３ ４４３∗∗∗ ４０ ４２３∗∗∗

调整的 Ｒ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２

　 　 注：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２） 括号中的数字为 ｔ 值。

由表 ４ 可知， 模型 １ 为基准模型， 主要考察了人口学变量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

响。 结果显示， 女性的社会参与意愿高于男性； 随着年龄的增加， 社会参与意愿呈

现降低的趋势； 婚姻状况与社会参与意愿不存在显著相关； 农村居民较之城市居民

的参与意愿更强烈； 汉族和无宗教信仰的居民有较高的社会参与意愿。 模型 １ 仅能

解释 ０ ９％的总方差。

模型 ２ 中， 在控制了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民族以及宗教信仰之

后， 探讨了客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 结果显示， 在收入情况上， 随着个人

月收入水平的增加， 社会参与意愿越低。 在受教育年限方面， 年限越长， 居民的社

会参与意愿越强烈。 在职业方面， 与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相

比， 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 服务业人员， 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

的社会参与意愿明显更高一些， 而剩余三类职业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由此可见， 客

观阶层显著影响着居民的社会参与意愿。 模型 ２ 能够解释 １ ７％的总方差， 与模型 １

相比增加了 ０ ８％的解释力。

模型 ３ 中， 在控制了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民族以及宗教信仰之

后， 探讨了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 结果显示， 过去的主观阶层显著地负

向预测了社会参与意愿， 现在的主观阶层显著地正向预测了社会参与意愿。 模型 ３

７１２

·论　 　 文· 主观阶层、 流动感知与社会参与意愿



能够解释 ２ ３％的总方差， 与模型 ２ 相比增加了 ０ ６％的解释力。 这说明与客观阶层

相比， 主观阶层确实有更大的解释力。

模型 ４ 中，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客观阶层变量以后， 进一步探讨了主观阶层对

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依然显著， 且与模

型 ３ 的结果保持一致， 说明客观阶层的加入不会削弱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

模型 ５ 为全模型，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客观阶层变量以后， 将主观阶层、 流

动感知方向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一并纳入回归方程。 结果显示， 人口学变量、 月收入

情况、 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类型依然对社会参与意愿有明显的影响， 同时主观阶层、

流动感知方向及其两者的交互项也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社会参与意愿。 为了进一步

探讨在不同阶层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如何影响社会参与意愿， 本文也对此进行

了简单效应分析。

２ 简单效应分析

本文以社会参与意愿为因变量、 主观阶层为自变量、 阶层流动感知方向为调节变量

进行了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如图 ４① 所示。 当个体感知到阶层向上流动时， 主观阶层越

高， 社会参与意愿越强烈 （β ＝０ ０１４， ｔ ＝２ ６９４， ｐ ＝０ ００７）； 当个体感知到阶层水平流

动 （β ＝ －０ ０１６， ｔ ＝ －２ ０１６， ｐ ＝０ ０４４） 和向下流动 （β ＝ － ０ ０４２， ｔ ＝ － ３ ８８４， ｐ ＜

０ ００１） 时， 主观阶层越高， 社会参与意愿呈明显下降的趋势。 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１。

图 ５　 不同阶层流动感知方向条件下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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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幅度的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１ 向上流动感知幅度的现状分析

从阶层流动感知的幅度大小来看， 向上流动以小幅度流动为主 （参见表 ５①），

主要集中在 １ ～ ３ 个阶层的流动幅度上。 这与帕金所说的 “缓冲地带” 是一致的，

即阶层流动主要发生在相邻的阶层位置之间 （李路路， ２００３）， 因此大多数流动都

属于 “小幅度流动” 而非 “大幅度流动”。 这样的流动模式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

发展。

　 　 表 ５ 不同向上流动感知幅度的人数统计 （Ｎ ＝１６４００）

阶层流动感知幅度 频数 百分比 （％ ）

０ １ ～ １ 个阶层 ５７９５ ３５ ３４

１ １ ～ ２ 个阶层 ５２４５ ３１ ９８

２ １ ～ ３ 个阶层 ３３４４ ２０ ３９

３ １ ～ ４ 个阶层 １４３８ ８ ７７

＞ ４ 个阶层 ５７８ ３ ５２

２ 不同幅度的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 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

本文按流动感知的平均分加减两个标准差将被访者分为小幅度流动感知组 （低

于平均数减两个标准差） 和大幅度流动感知组 （高于平均数加两个标准差）。 如图 ５

所示， 控制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民族和宗教信仰以后， 当个体感知

到小幅度的向上流动时， 主观阶层越高， 社会参与意愿越强烈 （β ＝ ０ ０２２， ｔ ＝

３ ５４９， ｐ ＜ ０ ００１）； 而当个体感知到大幅度的向上流动时， 主观阶层越高， 社会参

与意愿则越低 （β ＝ － ０ ０４１， ｔ ＝ － ７ ０７０， ｐ ＜ ０ ００１）。 由此可见， 在大幅度的流动

感知条件下， 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正向作用消失， 甚至出现了负向预测作用。

结果支持并验证了研究假设 ２。

六、 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变， 阶层流动给民众带来的不仅是客观生活水平或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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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幅度的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环境上的重大改变， 更多的是对不同阶层居民的社会心态， 心理体验等方面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 ＳＭＳ２０１７ 的网络数据， 基于阶层流动感知的视角， 深入探讨了主观阶层

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主观阶层会显著正向预测社会参与意愿，

而且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客观阶层指标后， 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解释

力为 １ ４％ ， 其与客观阶层相比表现出更强的预测力。

进一步分析发现， 在不同流动感知条件下， 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的关

系是存在差异的。 对这种差异的探讨不但有助于增进对于阶层及其变化的心理内涵

理解， 同时也为阶层意识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动态性、 过程性的分析思路和解释视角，

为社会学中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定补充。

首先， 在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 高主观阶层者比低主观阶层者有更强烈的参与

意愿， 这与需要满足理论和 “文化适应论” 的解释是相符合的。 第一， 高主观阶层

者的社会性需求可以通过社会参与得到充分地满足， 其参与积极性自然会更高。 第

二， 高主观阶层者对自己取得的成功感到满意和乐观 （Ｊａ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２）， 根据 “文

化适应论”， 他们有更多的动机和更强烈的意愿通过社会参与的形式来使自己适应

新环境的文化规范。

其次， 在水平流动感知条件下， 高主观阶层者的社会参与意愿呈下降的趋势。

也就是说， 当个体感知到自己的阶层没有发生变化， 甚至可能不会发生变化的时候，

自我满足的减少也降低了他们对外界环境的依赖 （Ｋｒａｕ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这种对社会

环境的关注减少使得高主观阶层者即使在具备了社会参与的条件下其意愿也会较低。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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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一种高阶层流动受阻带来的消极后果。 这样的情况需要整个社

会引起重视， “达则兼济天下”， 中国社会中上层群体历来对社会影响很大 （李强，

２００３）， 为此， 应当强调整体至上、 公利优先的价值取向， 积极培育民众应有的社

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邓名瑛， ２００７）。 在促进阶层流动的同时也应让社会责任

成为阶层获益的前提， 让高阶层群体成为社会参与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中流砥柱。

最后， 在向下流动感知条件下， 对于高主观阶层者来说， 当他们感知到现在自

己所处的阶层有所下降时， 自然就会体验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社会参与的意愿就

会有所降低。 同时， 无论主观阶层的高低， 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个体要比具有向下

流动感知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社会参与意愿， 这可以间接表明向上的阶层流动感知对

不同阶层居民的社会参与意愿都具有促进作用。

从流动幅度的大小来看， 当流动幅度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时， 主观阶层越高的

个体的社会参与意愿才越强烈。 当向上流动幅度过大时， 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

则表现出反向抑制作用。 研究表明， 有序的阶层流动有利于社会进步， 而盲目的阶

层流动则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关丽丽、 崔淑芳， ２００７）。 当社会成熟后， 阶层流动

多以小幅度流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社会阶层结构大调整、 大

变动的时期已经过去。 虽然一夜暴富式的 “流动” 机会减少了， 社会结构进入转型

时期相对稳定的常态 （李培林， ２０１７）， 但是仍然不能忽视大幅度流动所造成的对

社会参与意愿的消极作用。

总而言之， 从静态的主观阶层视角转向与阶层流动感知的动态视角， 有助于我

们进一步理解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不同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对阶层关

系具有调节作用， 尤其是阶层的向上流动， 可以为社会构建起一个 “安全阀” 和

“缓冲带”， 从而有利于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 （马传松、 朱挢， ２０１２）。 为此有学者

主张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是 “上层永不松懈， 中层永不满足， 下层永不绝望” （郑

杭生， ２００９）。 这就意味着阶层结构不应是固化不变的， 而是应具有流动的机会与

可能性。 同时既要避免底层 “一夜暴富” 式的阶层向上流动， 也要避免高层 “一跌

到底” 式地进入社会底层。 由此看来，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与权益保障机制， 破除妨

碍阶层流动的体制弊端， 促进公平有序、 正义递进的阶层流动， 是激发社会参与活

力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应有之义。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待发展之处。 首先，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

讨了主观阶层、 流动感知和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缺少对社会参与行为的直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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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尽管行为意愿与行为密切相关， 但也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其次， 从研究

样本来看， 主要来源于以智能手机用户为调查对象实施网络调查， 研究结果和结

论是否适用于全国样本仍需要展开进一步探讨。 最后， 本研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

度， 解读了流动感知对主观阶层和社会参与意愿关系的影响， 对传统社会分层和

流动研究聚焦客观指标提供了补充， 未来研究中可以继续对不同形式的流动 （代

际流动和代内流动）、 主客观的流动以及预期的流动等展开更加多元化的探讨， 丰

富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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